
西北行记所见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甘青民族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牛继清

　　摘　要：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考察西北热潮期间，形成了数量不菲的西北行记，详细记载了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自

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状况。 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各少数民族人口及分布、生活习俗、各民族

相互关系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经济与社会交往、语言融通、现代民

族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等现象，充分体现出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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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与不断加深的

民族危机，迫使国内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西北地区

的重要性，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掀起了考察西北

的热潮。
从著名学者、新闻记者到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他

们或者以官方的名义，或者以个人的身份，纷纷前往

甘、青、宁、新等西北诸省考察。 １９３２ 年，国民政府

考试院长戴季陶考察西北，提出了“改造大西北”的
计划。 １９３４ 年 ４—５ 月，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

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甘、宁、青四省。 同年 １０ 月，
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及夫人亲至甘肃考察。 １９３５
年自春徂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到甘肃、青
海、宁夏等地考察“政俗文教”。 余如林鹏侠女士以

记者身份于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间考察陕、甘、青、宁四

省。 《申报》记者陈赓雅于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间，考察

了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陕西等省。 顾颉刚一行则

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于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前往甘

肃、青海考察教育，等等。
这些人在考察过程中，将观察与访问所得，诉之

于笔墨，形成了为数不少的西北行记（游记），或发

表于报刊，或辑录成书出版发行。 举凡边疆国防、民
族关系、社会状况、文化教育、物产经济、风土人情等

都在其关注之列，同时他们还抒发有关西北社会经

济、边疆、民族诸问题的感想，提出规划与建议。 据

王宇娟统计，民国时期考察西北并写有行记的共有

１８ 人，写作行记 １９ 种［１］ ，其中绝大部分集中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后，这个统计是在《西北行记丛萃》
所辑选的西北行记基础上做出的，未收入《西北行

记丛萃》中的《到青海去》等及发表在各种杂志报纸

上的短篇行记（游记）并未统计入内，因此尚不是很

完全。
这些西北行记，无一例外都注意到了当地各民

族的人口数目、人口分布、社会经济状况及各民族相

互间的交往、交流与融合，这也与作者们面对民族危

机时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密不可分。
顾颉刚西北考察的直接对象是甘、青、宁三省教育，
但历史学家的使命与责任让他心心念念于边疆与民

族问题：“是行也，为欲认识西北社会之基本问题，
故舍康庄之陇东南及河西不游，而惟游于公路尚未

通达之陇西，盖种族、宗教诸问题惟此一区为纠纷而

难理也。” ［２］１６９ 他在临洮试办寒假小学教师讲习

会，专设“边疆问题”讲座， 讲“种族与民族的区别”
“调协边民族之方策”等问题。 到青海后，他又应邀

在“回教促进会”为伊斯兰教学会讲演，题目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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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顾氏自言：“自民国二

十三年游百灵庙，与德王及其部下作数日谈，心中即

梗此题，今至西北，更多怅触。” ［２］１９１西北考察诸人

中，以马鹤天在西北历时最长，与甘青上层交游最

深，游历涉及地域最广，撰述最多。 在《青海考察

记》“自序”中，他谈到考察的缘由与目的：
　 　 青海为余久思考察之地，而苦无机。 民国

十六年由蒙古返甘肃后，备员省委，兼主教育行

政，觉西北教育，应注意民族问题，从教育方面，
提高各民族文化，泯除各民族界限，联络各民族

感情，调和各民族个性，以期逐渐平等，同样进

化。 犹欲考察回、藏各族之生活习惯，及文化情

形。［３］１４７

因此，这些在实地考察和调研基础上形成的西

北行记中，保留了大量直接反映中华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珍贵史料。 本文拟以这批西北行记为核心，
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后甘青民族走廊（又称河湟民

族走廊）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一粗浅讨

论①，以就正于方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各种

因素，当时的学者对于青海的民族来源、成分、相互

关系了解不尽符合实际，但并不影响本文主旨。

一、甘青民族走廊地区
各民族间的婚姻

　 　 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的原因，在今甘青民族走

廊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主要有汉、藏、蒙古、回、
撒拉、土、东乡、保安等民族，这些不同民族在历史时

期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互相碰撞、交往，逐渐

趋向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

间的相互通婚就是最为突出的体现。
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起源很

早，随着元朝蒙古族大量进入这一区域以及明代卫

所屯田制度的实行，各民族通婚不断扩展，不少驻守

屯田的内地汉人，娶当地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女子

为妻，成家生子并定居，生活习俗逐渐趋同。
民国时期，原来在当地驻守的清军被裁撤，不少

兵士选择就地定居，娶当地藏族女性成家，比如哈拉

库图（今湟源县日月藏族乡哈城村）在清代原有“兵
额二百四十名，民国三年始取消，原驻之兵，遂娶番

女成家，故现有居民四十余户” ［３］１５８。
而扎什巴堡（今化隆县扎巴乡）附近的藏民，基

本上都是与汉、回接触较多的所谓“熟番”，其生活

方式受汉民影响很深，比如建土屋居住，烧土炕而寝

处，甚至连牲畜也都圈养在土屋之中，“男子蓄发

辫，操 汉 话 者 约 十 分 之 五 六， 可 知 已 早 汉 化

矣” ［３］１７５－１７６。 这些藏民的汉化不仅是由于与汉民

的日常交往，更重要的因素是通婚，藏族妇女嫁给汉

人的甚多，由于婚姻关系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交往自

然也不少。
拉卜楞地区的民族状况相对复杂，藏、蒙古、回、

汉等民族聚集，相同的宗教信仰使得各民族之间互

相交往频繁，通婚现象也较普遍。 １９３３ 年，上海《新
闻报》记者顾执中、陆诒等人对夏河县立第一小学

学生状况做了深入调查，该校学生除了汉族和回族

外，尚有混血学生超过 ７ 名，其中父亲回族、母亲藏

族学生超过 ４ 名， 父亲汉族、 母亲藏族学生 ３
名［４］８５－８８。 可见在拉卜楞，汉藏、回藏通婚的现象

较多。
燕京大学学生刘克让随顾颉刚考察拉卜楞期

间，被号称“拉卜楞皇后”的藏族女翠琅错相中，意
欲招婿。

　 　 遣其女仆招克让往，久之不归，则荐枕席

矣；番女如此自由简捷，殊令我辈初至者咋舌。
闻此女慕汉人文化綦切，久欲择一内地青年而

嫁之。
今克让至，年二十余，且为一大学生，举止

温俊，遂当其选。
翠琅错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略通汉语，其居所

“壁上悬胡琴及笛，知其擅音乐；案上花露水、雪花

膏皆备焉” ［２］２４４。 不久，刘克让在征得家人同意后

与之成婚，留在甘肃服务，继续考察并研究甘肃民族

关系、经济状况及社会发展。
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撒拉等民族，虽然生活习

俗、语言等已经汉化，但由于教义、教规的原因，与其

他民族通婚受到明显限制，“衣服与汉人同”，“业商

者多，务农者少”。 “其人性强悍好武，虔信仰，固团

结，不与他族媾婚共食，矫然独异。 其族大抵可分为

汉回、撒拉、托毛三种。 汉回与汉人杂处，语言文字

除经典外，皆与汉人无异。” ［５］８７

不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现象

就比较普遍了，特别是回族与撒拉族，“最早都是从

西域辗转迁徙到青海地区的，这两个民族共同信仰

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群众，相互之间通婚比较方

便。 特别是饮食习惯相同，生活上具有便利条

件” ［６］１０２。
因为藏族、蒙古族主要食物来源是牛羊肉，与伊

斯兰教的饮食习俗没有根本冲突，因此伊斯兰教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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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藏族通婚相对较多。 如撒拉族的先祖到达循

化地区之后，首先与原住此地的藏族杂居，逐渐与之

通婚，从而吸收了藏族成分，前举夏河县立第一小学

有父回母藏的学生超过 ４ 名，皆属此例。
生活在青海的托茂（托毛）人，传统认识为“托

毛者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也，一部居循化县境，其
言语服饰饮食居住均蒙古化；一部居同仁之一隅，则
生活为藏式，盖蒙、藏化之回人也” ［５］８７－８８。 现代学

者研究的结果是，托茂人的主体是进入青海的蒙古

族，逐渐融入了维吾尔、回、藏、汉族，信奉伊斯兰教，
但仍旧操蒙古语，穿蒙古服装［７］ ，“作为蒙藏回，既
是蒙藏人回化的结果，也是回回蒙藏化的结果” ［８］ 。

至于青海土族，“服装习俗异于各族，语言则杂

以蒙、藏语，皆业农”，“日见同化于汉人” ［９］ 。 而土

族与汉、藏民族的关系相对较为紧密，与汉族互认亲

房当家，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也与汉族有通婚现象，
但“土、 藏之间的通婚， 比土、 汉之间的更为普

遍” ［１０］ ，“汉土通婚的很少，有的，只有土人娶汉人，
因为女家需索的财礼很重” ［１１］ 。

各民族的通婚，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相互之间

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在西宁，汉族约占 ７０％，回族

约占 ２６％，藏族约占 ４％，而且 “近年多被汉族同

化” ［４］２５９。 正如马鹤天感慨的：
　 　 中华民族，实皆同源。 且数千年来，各民族

接触激荡，风俗、语言互相同化，彼此通婚，血统

亦混，渐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已难为明确之分别

矣。［１２］１９７

二、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间的
经济与社会交往

　 　 甘青民族走廊处于黄土高原边缘丘陵地貌向青

藏高原的过渡带，主要经济模式则是农耕业向农牧

结合、再向牧业的过渡，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
其经济模式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民国

时期，汉族、土族主要经营农业，蒙古族、藏族主要从

事畜牧业，而回族、撒拉族、保安族则以农业为主，兼
营手工业和商业。 马鹤天对此有详细描述：

　 　 青海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汉人、回民，聚焦

于青海东北部，因气候土宜及水利之便，专事农

业。 蒙、藏人民，受天时之限制，与习惯之相沿，
以游牧为生活，逐水草而居。［１２］２１４

各民族长期交往，相互影响，经济模式不断变

化，也有不少地方的藏族、蒙古族民众受汉、回等族

感染，开始从事农业耕作。 连远在海西的都兰县，都
出现了“蒙番之民渐知舍帐就屋，或弃牧畜，而事躬

耕”的现象［１３］１１６。
西宁市郊的白马寺村（今互助县白马寺）很有

代表性，该村处于兰州到西宁的交通要道，属于藏、
回杂居的村落。 １９３３ 年，顾执中等人访问了位于白

马寺旁的村落，该村共有 ２５ 户人家，其中 １９ 户藏

民，６ 户回民，虽然是藏、回混居，但藏民占了总户数

的近八成，而且村庄的产业也全归原住民藏族所有，
“村庄上所有的农田房屋，完全是番子的产业，就是

少数做买卖的回教徒住的房屋，也是向番子租来

的”。 而这个村的藏民，则“大部分已经汉族化了。
都从事于耕作，在言语上，他们除了说番话之处，也
能讲汉语。 服装上，男的完全和汉人一样，不过女的

仍衣番子的原有服装”，“从事种种农业耕作，如打

麦、负薪、锄田等艰苦的工作” ［４］１２０。 第二年，上海

《申报》记者陈赓雅前往西宁途中，在白马寺第一次

见到藏族妇女，经同行的英美烟公司的烧饭司务张

某说明，方知是藏女，“二人在马铃薯地中耘草。 记

者仅觉其服装体态又与蒙人不同”，“女操汉语笑

答” ［１４］１４２。 可见白马寺及其周边地区的藏民已经

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经济模式，转而从事农业耕作了。
这种基本汉化了的藏民，又被称作“半藏”，“所谓半

藏者，俗称半番，久已向化内附，与汉人往来甚密，且
混有汉人血统，居川中，成农村，生活习惯，浸染华

风，近年且多改土归流，如岷县、临洮一带土司所属

之藏民皆然” ［１２］９９。
而距离汉民居住区稍远的藏民，也在一定程度

上受汉族经济模式的影响，在原有畜牧业基础上，从
事部分农业耕作，进入了半牧半农、半游牧半定居的

生活。 “近藏俗称熟番，又称龙娃，近城市，通汉语，
半耕半牧，渐成熟地，居土屋，较富者亦居木板屋，高
楼热炕，仓储充殷，惟服饰仍存藏俗。 洮河上流临潭

县卓尼附近之藏民，亦属此类。” ［１２］９９ 青海藏族，
“生活仍多游牧，居于西宁附近各县者，亦有改务农

业”者［５］８８。 临夏到买吾（今夏河县美武乡）途中

“几处藏民聚居的村落，他们的生活，已经进入原始

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熙熙嗥嗥地正在收割麦子。 一

捆捆的收获物，从牛背上载到晒场上去” ［１５］ 。
除此而外，还有部分藏族、蒙古族、撒拉族民众，

因地利与资源之便，开始从事副业、商业经营。 如青

海茶卡（察卡）是著名的青盐产地，原属蒙古王公所

有，仅许蒙古贫民领取票照挖售。 收归国有后，产量

增加，销路扩展，遍布西北川陕，主要的运输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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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蒙古族、藏族百姓驱使牲畜驮运，“销售地为青

海”，“甘肃之洮岷，四川之松茂，及陕西之汉中等

地”，而“此种驮户，俱系蒙、藏人民” ［１２］１６５。 藏民

基于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不捕食鱼类。 青海湖盛

产湟鱼（青海湖裸鲤），湟鱼属冷水鱼类，味道鲜美，
在西宁、兰州等地市场颇广，于是湖区附近的藏、蒙
古族民众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渐适应市场需求，开始

捕鱼运销。
　 　 青海产鱼，惜土人因宗教迷信，不食，亦不

捕。 惟冬日有汉人或汉化的蒙人、番人，凿冰取

鱼，运至西宁、兰州，即名冰鱼。［３］１６１

甘青民族走廊地区，是内地商品与青藏高原各

民族物产交易的重要孔道之一，历史时期，在“河
州、洮州、岷州均设茶马司，以牧易农” ［１２］１３１。 传统

上的“青海商业，因居民大部为蒙、藏民族，故交易

尚多以物易物之方式”，但是，随着内地商人与商品

的不断涌入，也有不少蒙古族、藏族民众开始从事商

品交易活动，由于语言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催生了

“歇家”制度，即由通晓藏语或蒙古语的汉人来充当

汉商与藏、蒙古商人交易的中介人，“蒙、藏人营商

者，近亦不少”，“汉商与蒙、藏人交易尚存中介人

制，名曰歇家”，“多为通蒙、藏语之汉人” ［５］８４。
各民族之间商业贸易比较繁盛的地方，是分布

在甘—青—藏交通要道上较大的居民点以及藏传佛

教重要寺院附近，前者的代表如湟源县，后者则以塔

尔寺所在的鲁撒（鲁沙尔）镇最为典型。
湟源县处于西宁与青海湖之间，是甘、青通往西

藏的交通要冲，又是青海东部农区与西部牧区、黄土

高原与青藏高原、藏文化与汉文化的结合部，很早以

来就是“汉、土、蒙、回并番人交易之所”，尤其以清

嘉庆、道光之际最为繁盛，“当时蒙、藏之货，大部以

湟源为销场”。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势力的进入，改
变了该地蒙古、西藏地区货物的贸易走向，“藏货西

泄于印度，玉树之货，南泄于川边，蒙人之货，北泄于

甘、凉” ［３］１６６，使得湟源作为区域商业中心的地位

受到很大影响，渐趋衰落。 不过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因为皮毛贸易业的崛起，该地商业重获新生，日渐繁

荣，据马鹤天估计，县城内有商人 １０００ 余家，加上城

关的商人，总共有 ３０００ 余家。 而这些商家，主要是

回民与汉民，他们收购当地蒙古族、藏族百姓的皮毛

与地方特产，运销产于内地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

是蒙古、藏族牧民所需的砖茶。
其他比较重要的汉、回、藏、蒙古、土等民族杂居

的重要居民点，也是如此。 如临潭县，本来是藏民地

区，在长期的交流交融过程中，慢慢变为汉、回、藏杂

居地区。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新城主要为汉民居住

区，旧城以回民为主，广袤的乡野则是藏民的牧区。
县城作为地域行政、经济中心，商业也比较发达：
“入其肆，除若干洋、广货外，亦有商务、中华两局之

图书列于架上。” ［２］２１５

至于青藏高原腹地，虽然也有外地商人不畏艰

难，前往贸易，但总体幅度不大，且多属季节性行为。
都兰县“外来汉回商人，皆来自西宁、湟源一带，夏
季携蒙番必须之物如茶、烟、酒、布、针、线、糖等入

境，往各帐贩卖，及冬时则收各类毛皮及鹿茸、麝香

等以归，年只一次” ［１３］１１６。
生活在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藏族、蒙古族等族

人民，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十分虔诚，藏传佛教重要

寺院，既是宗教中心，也是传统世俗事务的中心，所
在地往往会形成比较大的居民区，行旅纷至，客商往

来，进而发展成为地域商贸中心。 塔尔寺所在的鲁

沙尔镇，就是当地汉、藏民之间的重要交易场所。
　 　 藏民出卖之货，首推家畜、野兽之皮毛，次

为藏香、毡、佛像以及药用鹿茸、麝香、红花等，
买入则为粮食、布匹、茶、绸缎、洋货、烟料、马鞍

等。 居民约二百余家，汉、回、藏杂处，屋宇栉

比。［１４］１５２

这种商业贸易活动，必然使得居住在这一区域

内的各族人民与外来客商的交往不断增强，而区域

内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也更加频繁，且日益

深入。 一些从事商业或长途贩运的藏民，由于来往

各地，与内地汉、回等民族交往，学会了其他民族的

语言。 林竞在兰州郊区，遇到驱赶牦牛群往兰州贩

卖的平番县（今永登县）藏民，属于鲁土司所辖范

围，与汉民交往历史悠久，受汉族影响很大，“与之

谈，知此辈类能操汉、蒙语言，世居松山，人众数千，
以牧畜为业，产牦牛甚多”，“盖此乃熟番” ［１６］ 。 而

在松山更往外的区域，是不属于鲁土司的藏族聚居

区，与汉族区域相隔稍远，“但同样的已受了汉族的

若干同化。 他们在松山区域之内种些粮食，而且养

有好的走马，时常拿他们的出产品到岔口驿、永登一

带市 场 上 交 换 砖 茶、 食 盐 和 其 他 必 需 的 日 用

品” ［１７］ 。
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适应，在很多公开场合，

尤其是重要节日或盛大聚会，各民族群众混杂参与，
不分彼此。 如乐都县每年一度的骡马大会，主题是

牲畜交易活动，但都会邀请戏班子演唱秦腔，以烘托

气氛，吸引客商，１９３４ 年的骡马大会，演唱的剧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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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精忠》，看戏者“蒙藏男女，则杂沓于各处，衣
着红绿，环佩琅珰，颇有各族团聚、乐庆升平之

象” ［１４］１５６。
永登县岔口驿（今天祝藏族自治县天藏寺镇岔

口驿村）是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古驿站。
位于金强川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出产善走快步、耐
力持久的岔口驿马，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办赛马大

会，“远近汉、番骑马赴赛者，至数千匹，男女聚观，
漫山遍谷，盛极一时” ［５］９５。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青海各界在 １００ 师师部召开

欢迎邵元冲及班禅大会，散会后欢宴，“台上演秦剧

助兴，军乐奏于庭”，“藏、蒙、回、汉、土人，聚观者达

千余人，妇女服饰，尤多奇异，可谓一民族展览会

也” ［５］７１。
塔尔寺所在鲁沙尔镇，由青海省政府主持，借每

年阴历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该寺举行跳神游灯会的

时机，召开民族联欢大会一次，用来联络各民族感

情，届时会有蒙古、藏、汉、回各族群众热情参与，旋
歌旋舞，“各调齐出” ［１３］１１８－１１９。

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也相互影响，不断融通。 林

鹏侠在西宁时感慨颇深：“连日与回民妇女相处，备
知其状况。 因其与汉人同化已久，一切风俗，一如汉

人。” ［１３］９２这种融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诸如日常饮食，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回民因宗教原

因，素爱洁净，又善于营商，甘青民族走廊地区不少

食店都是回民开设的，招待往来的各民族行旅与客

商。 永登县平安堡“食铺，皆回人所设，专售凉面及

大饼”，“所售食物，尚称洁净。 汉人务农者甚多，经
商者则绝少，有之，亦仅开小宿店而已。 回商善经

营，因以日富；汉农受剥削，因以日贫” ［１４］１２４。 陈赓

雅在白马寺这个回、汉、藏杂居的村子见到的景观就

非常和谐。
　 　 各茶肆面店，贴有村规一纸，略谓：“汉、
回、藏人等，若有争吵者，罚银十二元。 无论居

民或行人，若在近村唱歌曲者，执打柳鞭一百二

十下。” ［１４］１２９

这说明茶肆面店是当地各民族居民相互交往的

重要场所，而村规的内容说明对汉、回、藏民来说，处
罚是一样的，民族界限已不分明。

经过长期的熏染，回民传统饮食中的品种如油

馓等都成了当地各族民众喜爱的美食，而原本主要

依靠肉、奶维持生活的藏民，也开始仿效汉、回民，吃
起了面食甚至蔬菜。 拉卜楞的藏民，与当地回、汉民

杂居已久，深受回、汉民饮食习俗的影响，“亦有食

面片或面块、饮面汤者。 半汉化之藏民，并有炒菜干

菜，或于面中入肉块者” ［１２］８３。 如遇藏俗节日，则
“各藏民无不美衣鲜食，或蒸肉包，或煎油饼，甚或

效汉人之面饺” ［１２］１０１。 顾颉刚一行从临潭到合作

途中经过陌务（又作买吾），当地的五旗土官杨占

苍，汉姓却“不能作汉语”，但其家“内地诸出品若江

西瓷器、上海罐头食品亦粲然陈列” ［２］２３２。
藏族、蒙古族上层人士，在与汉族士绅交往时，

往往也会身着汉服，如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原为

四川理塘藏族，随同其弟嘉木样五世活佛到拉卜楞，
主管拉卜楞寺所辖区域俗务，据马鹤天的观察，“黄
君生活，完全同化于汉人，且极力摹仿都市之文明。
平日衣服，亦同汉人” ［３］１９３。

青海蒙古和硕特黄河南首旗为清初青海蒙古

２９ 旗之一，由于长期与藏族共居共存于黄河以南地

区，旗下民众各种习俗已经与藏族没有多少区别，第
九代河南亲王“貌极清秀，衣汉服，弱不胜衣，完全

汉人也” ［３］１９３。
今青海保安、同仁等地的土族是由原来居住此

地的藏族与先后迁入的蒙古族、汉族等不断通婚交

融所产生的新民族，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吾屯族”自
居。 他们的来历，《循化厅志》的记载与当地民众的

口头传说都不十分准确，不过内地前往考察者已经

敏锐地注意到了他们既与藏民不同，又与汉人不同

的语言、居处和服饰风格，即“其人男女均着裤，女
拖单发辫，异于藏民，而近于汉人也” ［１２］１３１，“妇女

均着半身短衣，有裤（普通番族妇女长袍无裤）”，
“居屋非帐棚而为土房”，“据居屋及男女装饰等观

之，吾屯族实半同化于汉人之藏族耳” ［３］１８３。
这种变化，在靠近区域中心城市及通途大道的

地方更加明显，顾颉刚从夏河经过三天旅行抵达临

夏后，曾抒发感受：
　 　 三日来所经亦皆番区，而不感其特殊，则以

为往来大道，同化自易，犹之平绥路上不见蒙古

人之原来生活也。［２］２４７

长期与藏、蒙古等少数民族杂居，不少汉人也慢

慢受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浸染。 顾颉刚特别注重

观察民族相互交往融通的现象，他与洪谨载等人在

临潭西大寨村询问农村合作经济状况，发现当地紧

迩藏民聚居区，合作社社员不少人的姓名是 ４ 字，且
语意不详，“有冯扎什保、李神仙代、蒙太山保、刘十

神保、王百福详诸名，倘亦番化之征乎？” ［２］２１４而在

陌务，他们住宿在铜匠王文清家，“亦颇整洁，盖汉

人而番化者” ［２］２３２，顾氏虽未说明王文清“番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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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但据一般性判断，应该还是经过观察，发现他

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已经与汉族有了明显区别，反而

与藏族更加接近，这是民族杂居区域民族之间交流

的结果。 马鹤天与马麒去青海湖祭海，在护行马队

中，有一组“身穿紫袍，足着皮靴，头戴毡帽，肩荷双

插枪，腰带药筒火镰等”的藏服马队，但却不是藏族

人组成的，“盖回、汉人而为藏装者” ［３］１５８，目的是

适应进入藏民区所面临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三、甘青民族走廊地区
各民族间的语言融通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首先是语言方面的

沟通，因此各民族民众间语言的互通是最为关键的

要素，阻碍不同族群间深入交流的语言屏障一旦被

打破，马上就会呈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藏人而通汉语，以黄正清最为典型。 理塘藏族

与汉族交往频繁，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黄正清童年时

在理塘学校学习过汉语。 至拉卜楞寺之后，又长期

在兰州向省府控诉马麒对拉卜楞的侵扰，同时继续

学习汉文，并在宣侠父等的帮助下，成立了藏民文化

促进会。 马鹤天回忆第一次见到黄正清，正是黄氏

赴兰州学习汉语时，当时黄氏在各方面还基本保持

藏族的习俗。 但十年后变化非常明显，“今则不特

汉语娴熟，且汉文亦佳，每日阅读汉文书籍，学识见

解均异常进步” ［１２］２８。
黄正清的变化，不仅由于其在兰州的汉语学习

经历，更在于这十年间，他游历访问了不少内地重要

都市，与很多汉民知识分子交了朋友，对于现代文明

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也认识到教育对现代文明与

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他不但自己说汉语，
读汉文书籍，还在拉卜楞寺举办藏民小学，鼓励藏族

子弟入学，学习藏文的同时也学习汉文，起到了引领

风气的作用。 正如顾颉刚所说，黄正清“曾历平、
津、沪、杭、汉诸地，又曾在兰州教藏文，其思想甚开

通，急欲畀番民以现代教育，创立藏民文化促进会，
又立藏民小学读汉、藏文字，不收学费” ［２］２３５－２３６。

作为藏区最主要的知识分子阶层，藏传佛教的

喇嘛懂汉语的也不少，甚至能用汉语和内地客人交

流。 如位于夏河的火尔藏仓（霍尔藏）活佛，“略识

汉字，亦喜习汉语”，马鹤天做客时，发现活佛住处

有许多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案上放置着国文教科书，
墙壁上贴有内地反映忠、孝等传统观念的人物彩画，
或琴棋书画、山水花鸟等［１２］４１。 位于黑错（今甘肃

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锁藏佛兄长，因为经

常外出游历，并“曾西至新疆，故能作汉语” ［２］２３３。
普通的藏族民众能通汉语的也不少，在西宁，马

步芳派给林鹏侠游海心山的向导李华，本是藏族人，
但“精汉语，为人极忠实，凡游番地者，多以为乡

导” ［１３］９４。 顾颉刚在甘青地区考察时，特别留意对

民族关系的了解，在《西北考察日记》中记录了不少

藏民通汉语的例子。 从临潭到合作的途中，遇到一

位藏民，双方“以汉语相酬答；既而自陈为番民，曾
诵《三字经》及《四书》，则番民之居近汉地者，故非

有不读汉书之成见也” ［２］２３１。 到达拉卜楞之后，曾
于“饭后至一番女家访问，此女前曾为妓，能操汉

语，今嫁一商人” ［２］２３６。 在夏河县时，县府派一名

叫白瑜的护兵为顾氏一行服务，兼作本地导游，白瑜

为“番籍而能汉语，亦略识字” ［２］２３６。
除了个体以外，也有某一特定区域的藏民，与汉

民紧邻而处或混杂居住，相互之间长期交往，受汉文

化的浸染更深，已经只能说汉语，反而不通藏语。 如

马鹤天在从湟源赴拉卜楞途中，经过药水乡（今西

宁市湟中区药水滩），此地距离西宁不远，又有充沛

的地热资源，适合农耕，所以是汉族农民较早进入的

地方，当地藏民受汉文化影响较久，“居民有藏族三

十余户，俱汉化不通藏语矣。 农牧业兼营” ［１２］２４２。
至于这一地区特有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

乡族等族的语言，本来就是在汉、藏、蒙古、突厥等多

民族语言不断交流、相互影响过程中形成的。
当然也有汉族、蒙古族被藏族逐渐同化，通藏

文、说藏语的例子。 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地处甘肃、
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当地蒙古族主要是西蒙古厄便

特部的和硕特、土尔扈特两部及漠南蒙古土默特部

的达尔吾、火落赤两部的后代，周边生活的都是藏

族。 进入河南地区后，蒙古族上层贵族受藏文化影

响，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选派子弟进入寺院为僧，
学习藏语藏文，与藏族通婚。 长期的潜移默化，使得

自亲王以下，普遍使用藏文藏语，甚至只用藏文藏

语［６］６７－６８。 如马鹤天所言：“青海一部分蒙人，反为

藏人所同化，知藏语而不知蒙语。” ［１２］１９５如第九代

河南 亲 王， “ 其 家 屋 则 为 藏 式， 闻 其 人 亦 说 藏

语” ［１８］９３，其实亲王也习汉文、会汉语，时而汉服汉

语，时而喇嘛服藏语。
拉卜楞寺作为藏传佛教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寺

内喇嘛来源相当复杂，从地域上看，除甘肃、青海、西
康外，尚有来自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等地者，民族

除藏、蒙古之外，还有汉民喇嘛 ５０ 多人，以担任拉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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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的杨真如喇嘛最具代表性，
杨喇嘛“为河州汉人，年六十余，久在寺司招待者

也” ［２］２３６，入拉卜楞为僧已经 ４０ 多年。
顾颉刚一行在卓尼盘桓日久，与卓尼禅定寺宋

堪布交往甚多，据顾氏记载，堪布本为“汉人，宋姓，
今年六十九，不甚识汉字而精研藏文，自幼皈依喇嘛

教，游学西藏，归主阎家寺；频年到江、浙、平、津诸地

考察，去年卓尼杨土司积庆被杀，禅定寺无主，以堪

布德望高，迎为住持” ［２］２１５。
也有汉族高级知识分子学习藏文，研究佛学的。

邓隆（１８８４—１９３８ 年），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字德

舆，号玉堂，亦号睫巢子、睫巢居士。 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年）进士，入民国后加入国民党，任甘肃省议

会议员，历官银号坐办、禁烟局局长、造币厂监督、榷
运局局长等，后居家钻研佛经，致力宗教，任甘肃佛

教会会长。 “通藏文，研佛学，著有《密藏问津录》、
《密宗四上师传》、《番佛名义集》、《文字般若集》、
《藏文注解》及诗文集、考古录等书。” ［２］２５８顾颉刚

到兰州后，特别留意对陇右文献的搜求，知邓隆为陇

右文献三大家之一（另两人为慕寿祺、张维），适逢

邓隆逝世，却未能访得其遗著，离开兰州之际，仍然

引以为恨事。

四、现代民族教育是促进
民族融合的重要举措

　 　 进入 ２０ 世纪以后，现代教育对启发民智、促进

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
而考察西北的官员、学者们也都非常注重考察教育

状况，感叹痛惜西北教育的落后，莫不以兴办教育为

改造西北、开发西北之首务。
陈万里西行敦煌，途经甘肃古浪藏民聚居区龙

沟堡，“见一番妇，约四十余，携一子十二岁，来堡以

所制牛油易砖茶，其子貌颇聪颖，惜无人提倡番民教

育，一任其自生自灭，视同化外，为可悲耳” ［１９］ 。
马鹤天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兰州中山大学

（兰州大学前身）校长等，特别重视教育尤其是少数

民族教育，认为教育是融洽各民族感情、消除民族矛

盾与冲突的最有效途径。 故其极力主张“回教人多

入学校”，将清真学校一律改名，招收汉生，并入汉

人学校，以期从根本上消除意见，融合感情，统一思

想，泯灭界限［３］１７４。
顾颉刚一行的目的是为中英庚款补助西北教育

做调查及编订计划，经过深入调研，他在写给总干事

杭立武的信中强调：“回民教育之提倡，实为解决西

北问题中之根本问题。” ［２］２３８“除日课阿文经典外，
原可施以与汉人同样之教育。” ［２］２４０对于蒙古、藏
民，“除教以商业技术与道德外，更当授三民主义，
蒙、藏语文，国际形势，民众教育，卫生教育等课，使
之具有国家观念，团结意识” ［２］２３９，“汉、回、番三方

自能以教育相同而思想同，因思想同而情感互通，因
情感互通而团结为一体” ［２］２４０。

民国以来，甘青地区开始了由传统教育向现代

教育的艰难转型，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虽然仍有不少

乡村塾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
《五经》等教授生徒。 但现代教育已经起步，甘青民

族走廊地区的民族教育也告开端。
回族与内地汉族联系与交往最为密切，回族上

层如军政主官及各地教主，不少人受内地文化与教

育影响较大，重视教育事业，现代教育开始早，也相

对完善。
在青海西宁，先前由马麒捐资千元为回民子弟

创办的清真学校，因马鹤天、林竞、黎丹等人均主张

回汉教育一体，不必独立设置回民学校，避免加深民

族矛盾，因此改名为同仁学校，回民之外，兼收汉人

子弟入学，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叶，有初小四班，高
小两班，共 １６０ 余名学生，“现汉生占全体学生四分

之一” ［３］１７３－１７４。 回教促进会附设的西宁中学校，
分四级共 １８５ 名学生，又有一补习班 ２０ 名学生，其
中 １５０ 人寄宿。 课程有国文，有算学，侯鸿鉴视察当

天，一年级国文选授的是李煜《虞美人》，三年级国

文选授 的 是 全 祖 望 《 梅 花 岭 记 》， 程 度 都 不 算

低［３］６３。
创立于 １９２８ 年的乐都中学，分初中、小学二部，

“课本大抵采用中华书局新标准课本”。 而由当地

回教促进会附设两级小学，分为五班，高级一班，初
级四班，“课程每日必有一钟点回文，余亦用中华书

局新标准课本” ［５］６４。 有国文课，学生课桌上还有

历史、地理等课本。
甘肃临夏为回民聚居区，也是甘青宁诸马的家

乡，马福祥（字云亭）创办了云亭小学，并在各乡镇

设立分校六处。 韩家集分校为马福祥之子马鸿逵所

办，故名私立鸿逵小学校，“有新建屋十余间，学生

八十余人，初小四年级，分二班教授，教室二，尚系新

式，教员四人，二人为山东人”，“成立仅数年，学生

回、汉子弟均有。 每周除阿文二节（每节半小时）
外，其余学科，均按教部定章，用新教科书” ［１２］２４。
云亭小学其他分校的情形应该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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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潭西道堂创立者马启西，曾从贡生范绳武学

习儒家经典并考中秀才，深受儒家学说熏陶，自创西

道堂，以刘智等人翻译的汉文伊斯兰教经典传教，援
儒入回，其所作楹联有：“读书得妙意，理会天经三

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千百年。” “居广居，由
正路，方得保和元气；友良友，亲名师，不啻左右春

风。” ［２］２２６受其影响，西道堂出资创办中小学，鼓励

道堂内和当地各族男女儿童入学，并选拔成绩好的

青年上大学。
康乐设治局教堂第十三代教主马延寿文化水平

高，兼精阿、汉文，曾将阿拉伯文伊斯兰经典译为汉

文，并有改诵汉文经典的提议，当地回汉关系也相对

融洽。 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康乐兴办回民小学，
“读汉文兼读阿文；惟以回民向不进汉校，无合于作

小学教员之资格者，故其校长教员皆由宁夏聘请而

来” ［２］２０１－２０２。
但由于宗教因素，仍然有不少回民学校，主要学

习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经典，所以顾颉刚在西宁参

观了阿文中学及阿文女子小学、叶氏阿文私塾等之

后，不由慨叹：“西宁阿文学校甚多，男女生并众，惟
只念经，不读书，与现代生活太无关系。” ［１８］１２３

相对于回族教育，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蒙古、藏
等民族教育更为落后，曾长期担任甘肃教育厅厅长

的水梓曾对陈赓雅谈及甘肃民族教育的现状及其对

策：“甘省民族复杂，人民向来不重读书。 民元以

前，回藏两族同胞，更绝不使子弟入学。 近年回教领

袖，已知提倡教育，而藏民之知读书者，仍属寥寥。”
“故本省对于回、藏教育，今已特别注视，幸回、藏领

袖，亦极力赞成，或另设回、藏学校，或于各校附设特

别班均可。” ［１４］１１２

１９３０ 年前后，面临严峻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国
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的措

施，如改组原蒙藏院为蒙藏委员会，先是直属于国民

政府，后改隶行政院，作为执掌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

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出版《蒙藏委员会公报》，制
定《蒙藏委员会法规汇编》，举办蒙藏政治训练班培

养蒙古西藏干部，并由教育部发布指令，在蒙古族、
藏族聚居地区，各中等学校都要增加蒙古、藏文课

程，加强民族教育。 水梓与陈赓雅的谈话，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示，甘肃省教育厅通

令民族地区各县各中等学校都要增加蒙古语、藏语

文课程，并于第五中学举办了“蒙藏特别班”，“以借

教育为开发西北、促进文化之途径” ［１４］１１１。 还准备

“在回民较多的皋兰、临夏、宁定、化平、海原、固原、
清水等县各设回民小学一所，在藏民较多之夏河、岷
县、临潭等县，各设藏民小学一所” ［２０］ ，皋兰、临夏、
宁定、夏河、岷县、临潭诸县均处于甘青民族走廊地

区之内。
１９２７ 年，青海在原宁海蒙番师范学校基础上改

设了宁海筹边学校，分设中学和师范两部，又附设职

业学校，除国民政府规定的课程外，还教授边事、藏
文等课程，衣、食、宿全部公费。 但校长朱绣坦言学

校招生极其困难，青海蒙古、藏王公、千户不愿让子

弟入学：“觉悟不易，因数年前，曾强令其每部送子

弟一二人至西宁入学校，不意各不肯派送自己子弟，
竟出资雇一贫寒子弟，若应差然；第二次令送八十

人， 结 果 仅 送 二 十 人， 且 于 暑 假 时， 一 去 不

返。” ［３］１６４马鹤天在青海海神庙曾劝说一名投诉状

的藏族青年到西宁上学，被拒绝，可见现代民族教育

起步之艰难。
国民政府还在青海办了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

校，该校是专门“为边疆民族而特设者。 绥远、宁
夏、甘肃、西康、青海各有一分校，此校注意蒙、藏族

教育。 现师范四级，学生百数十名，多汉、回人，但习

藏文， 准 备 卒 业 后 在 藏 民 聚 居 之 地 办 小 学

者” ［１２］１９９－２００。
而市立西宁初级中学是典型的多民族学校，学

生有汉、蒙古、回、藏及撒拉、羌族 ６ 个民族，年龄最

大者 ２４ 岁，蒙古、藏族上层贵族（王公贝勒）的子弟

就有 １０ 余人。
各县及乡镇或设有蒙古、藏族小学，也有蒙古、

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子弟入汉人小学接受教育。 青

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附设有蒙藏小学校，该校学

生来源是藏、蒙古族子弟，包括蒙古王公子弟，国语

课程主要学习汉、藏两种语言及相互翻译，特别注重

日常实用性。 一年级学生用藏语解释汉文，教师则

以汉文解释藏语，师生彼此能以汉藏两种语言互为

解释；二年级侧重于记忆、背诵和默写［３］６３。
在黄正清的主持下，夏河县及拉卜楞地区在民

族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成效也相当显著。 早在

１９２７ 年开办了藏民学校，但初期发展很不顺利，连
年只能招到 ２０ 余名学生。 １９３３ 年顾执中等人到达

拉卜楞后，对藏民文化促进会立第一小学父母都是

藏民的 １３ 名在校学生进行了测验，认为结果在水平

线以上，“他们现在都能说汉话，能读汉书，都不爱

做喇嘛” ［４］８５。 而夏河县立第一小学，学生来源相

对较好，“有父是回民母是番民，也有父是汉民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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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民的”，成绩总体上要比藏民小学好。 １９３５ 年马

鹤天到夏河时，当地小学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学生

数量增加到 ６０ 余名，汉、回、藏民均有，虽然藏民均

不愿子弟读书，但已经有纯粹藏族学生 １７ 名，且
“藏生汉语大半甚好”，“进步亦甚速，盖一校内汉、
藏儿童聚居，观摩较易” ［１２］３２。

所以马鹤天主张西北各民族聚居之地，小学校

以同校为最宜，一则语言可以统一，二则感情融洽，
民族界限易泯，三则习惯易改。 “教科书采商务印

书馆本，用汉语教授，有时用藏语翻译，学科大致按

部章，惟初三年级以上，每周有藏文二小时。” ［１２］３３

他还附藏民高年级学生作文两篇，一篇题为《谈谈

拉卜楞的风俗》，一篇题作《拉卜楞妇女的装饰》，皆
文从字顺，大致可观，其国文程度与教育成效均可见

一斑。
到 １９３８ 年，顾颉刚一行在拉卜楞参观了当地小

学，看到“此间汉人小学中有藏人，藏人小学中亦有

汉人，可见两族之融和” ［２］２３６。 短短十年时间，现
代民族教育对拉卜楞地区蒙古、藏等民族思想观念

的改造和各民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

动作用。 顾颉刚自临潭至合作途中，在明代所筑边

墙的暗门遇到一个藏民，能够熟练地用汉语和顾氏

一行问答，自称曾经读过《三字经》及《四书》，这对

普通藏民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汉文化水平了，“则
番民 之 居 近 汉 地 者， 故 非 有 不 读 汉 书 之 成 见

也” ［２］２３１。
在海东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即小村落，也有民

族小学或私塾。 化隆县什足族的昂错曾在内地游

历，了解文化教育事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

用，所以特别注意办学，因此什足藏民虽然仅有 ８００
余户 ３０００ 余人，却拥有两所小学共 １００ 多名在校学

生［１２］２３１。 癿思观（今海东平安区南） １００ 余户人

家，有私塾一所，教员一名，为西宁蒙番师范学校毕

业生，所教为部颁教科书，也有《四书》《诗经》《声律

启蒙》等传统教材。 学生 ２８ 人，其中藏族学生八九

名，皆能汉语，衣服亦与汉人无异［３］１７５。
有一些思想开明的藏传佛教宗教人士已经认识

到教育及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如卓尼禅定寺宋堪布

本为汉人，因此思想比较开通，意识到喇嘛不通汉

语，不便于履行教育民众的职责，“欲在庙中设立半

日学校，使喇嘛半日诵经，半日读书”，“喇嘛既识汉

文，具有现代知识，将来再由彼辈教育番民，番民皆

惟喇 嘛 之 命 是 听 者， 改 造 其 思 想 生 活 自 必 顺

利” ［２］２２０。

但受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影响，不少藏区学

校与寺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学校即为寺院所

办，或隶属于寺院，如大通县丰稔堡蒙藏小学校就属

于丰稔堡北寺，与寺院有密切联系。
现代民族教育的发展，有显著的思想启蒙作用，

受过新式教育的蒙古、藏族子弟，会有更远大的人生

目标，不再将出家当喇嘛视作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
直接威胁到寺院的前途，因此部分新式民族学校必

然受到来自寺院的排挤和打压。 夏河卡加（今夏河

县下卡加乡）本为藏民聚居区，有夏河县立小学一

所，同时招收周边各地来此避乱的汉、回民家子弟，
“此间喇嘛深知新式教育发达则子弟出家者必日

少，将危及寺院前途，故频施打击” ［２］２３４。
民族教育能在如此环境中艰难起步并有了初步

成效，为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做

好了文化铺垫，前景可期。

结　 语

综上所论，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间历史悠

久的婚姻关系，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使得各

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感情也逐渐融洽，在抵

触、对抗的同时互助、共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

始萌芽，进入了民族融合的新阶段。
顾颉刚根据自己的观察与调研，说拉卜楞街市

“颇繁盛，汉、回、番人俱有，各服其衣冠，各度其生

活，虽 语 言 习 惯 颇 有 差 池 而 无 损 于 情 感 之 融

洽” ［２］２３５。 林鹏侠也认为：“乐都原为碾伯县，汉、
回、蒙、藏各族杂居，虽各族信仰风俗有殊，而感情甚

洽，从无猜疑。” ［１３］８２

即使在发生战乱的时候，各民族间相互救助，有
不少民众义无反顾地维护民族共存与团结。 早在清

朝同治、光绪（１８６２—１９０８ 年）年间，洮州（今甘肃临

潭）屡遭兵燹，很多汉民就得到藏民的保护，“同治

兵燹，城池堡寨尽成灰烬，而洮地人民至今犹有孑遗

者，皆番人保护之功居多”，“于此可见汉、番情谊之

笃” ［２］２１８。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洮州回民受河

湟回民的影响，密谋起事，当地回、汉士绅消除民族

异见，联合调停，止争端于萌芽［２１］ 。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后，随着各民族交往的进

一步加深，甘青民族走廊地区民族关系更趋融洽。
部分回、汉杂居地区两族民众也能和平共处，互相保

护，如临夏杨家台子（今临夏县马集镇杨台村）附近

五六个村庄都是回、汉民杂居的，“这个杨家台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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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汉人民，很能互相维护，匪来，回民掩护汉民，军
来，汉民掩护回民” ［４］５９。

现代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众多少数民

族子弟学习了文化和科学知识，接触了现代文明，眼
界逐渐开阔，思想日益解放，开始摆脱狭隘的民族界

限与宗教理念的束缚，为这一地区各民族进一步交

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有关“甘青民族走廊”的概念，参见崔明：《甘青民族走廊民间信仰

多元特征及族际研究模式初探》，《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陈亮：《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
２０１９ 年。 对于民国时期西北行记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发表，如解

程姬：《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西北行记与西北开发》，内蒙古大学硕士论

文，２００８ 年。 同题论文发表于《兰台世界》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下旬刊。 孙

彦红：《略论西北行记中的西北开发思想》，《文山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期。 王树森、沈文凡：《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精神呈现》，《湖南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王宇娟：《民国时期

知识精英西北行记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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